行政边界对产学合作研究绩效的影响
-以广东省为对象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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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研究了行政边界对产学合作研究绩效的影响。首先，假设跨区域与区域内的行政边界对跨界产学合作研究绩效有抑制作用。其次，为将边界效应从空间距离效应中分离出来，本文区分了行政边界和地理距离，并基于广东省681项产学合作研究项目的数据集，对行政边界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区域内的行政边界对产学合作研究绩效有负面影响，而跨区域的行政边界则没有体现出抑制效应。研究结果对不同的因变量和回归方法具有较强的鲁棒性。最后，总结了研究发现对跨界产学合作研究管理和相关政策的理论贡献以及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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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how political borders affect university-industry (U-I) collaborative research performance. It is hypothesized that cross- and within-regional political borders have an inhibitory effect on cross-border U-I collaborative research performance. The empirical research considers political borders and geographic distance to disentangle the border effect from the spatial distance effect based on a novel dataset comprising 681 U-I collaborative research projects in China’s Guangdong province. The results confirm the hypothesis that within-regional political border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U-I collaborative research performance, while an inhibitory effect of cross-regional political border was not observed. The results are robust for alternative dependent variables and different regression method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cross-border U-I collaborative research management and policies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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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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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探讨行政边界是否影响跨界产学合作研究绩效，并将行政边界效应与地理距离效应区分开来。边界效应是行政边界对跨界经济行为的影响[1]。一般来说，行政边界具有不连续测度的含义，而地理距离是经过连续度量得到的结果。现有的产学合作文献主要侧重于地理邻近对促进知识交流的作用[2]。事实上，跨区域边界的产学合作包含有离散的边界效应和连续的距离效应。然而，从本质上来说，研究活动本地化可能是受到行政边界效应的影响，而非地理距离效应。近年来，由于跨区域甚至是跨国界的产学合作变得越来越普遍，有关行政边界效应的问题正在凸显其重要性。李世超等[3]发现，国家边界效应具有异质性，并且受到大学和国家政策的显著影响。Singh和Marx[1]从国家、州和城市的角度区分空间距离，发现国家和州的边界对知识扩散产生影响。两者的边界效应均具有鲁棒性，且随着时间推移，州的边界效应逐步衰退，而国家的边界效应则不断增强。Li[4]研究了美国39个专利引用最多的地区和319个大都市区，证实了存在较强的区域本地化效应，且发现大都市区的边界效应显著大于州的边界效应，约占国内边界效应的90.5%。虽然这些研究有助于理解行政边界对产学合作研究绩效的影响，但鲜有对中国等新兴国家行政边界效应的分析。
事实上，对中国等新兴国家而言，潜在的行政边界效应至关重要。在中国，大学和公立研究机构是开展R&D活动的主要部门，且拥有绝大部分的R&D资金和人才。然而，国内大学的地理分布却非常不均衡[5]。如果当地没有大学或者大学数量偏少，那么该地区的公司则要与非本地的高校建立联系，以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6]。加之各地区在市场化程度、行政干预程度、产业结构、财政状况和R&D资源等方面差异很大[7], [8]，因此，与当地的产学合作相比，这种状况给跨界产学合作带来了更多的困难。此外，有关跨界产学合作应当如何得到公共政策支持的实证研究也非常稀少。所以，在新兴国家的背景下，分析中国的行政边界效应就具有很大价值。
另外，从政策的角度看，产学研究合作是国家和地区政府最常使用的政策工具之一[9]。在这种情况下，产学研究合作网络变得越来越规范，运行制度也越来越清晰[10]。从学术的角度看，现有关于产学研究合作的文献并未提供能有效解释行政边界效应的理论实例[11]。由于产学合作研究需要在大学和公司中进行间接的以及人际的互动，因此，有必要在跨区域产学合作背景下探索行政边界的潜在机制。
综上所述，本文以广东省为分析对象，探索行政边界对跨界产学合作研究绩效的影响。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广东省产学合作研究项目的原始数据集。该数据集的信息详尽，包含有广东省在2013-2017年资助的681个产学合作研究项目。虽然这些产学合作研究项目中有相当一部分发生在同一城市，但其行政边界差别很大，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无边界的产学合作，也就是说，公司和大学都位于同一个城市。第二类是区域边界内的产学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地点在广东的一个城市，而大学在另一个城市。因此，产学合作伙伴受同一地区政府的管辖，但受不同城市政府的治理。第三类是跨区域的产学合作，这些公司位于广东，但大学在国内的其他地区。因此，借助于这一数据集，可以在中国的经济背景下，探讨行政边界对产学合作研究绩效的影响。
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如下。第2节提出了要验证的两个假设。第3节描述了数据集，解释了变量的选取，并介绍了所采用的实证方法。第4节给出了回归结果和鲁棒性检验结果。第5节概括了研究启示。第6节总结了研究结论和研究局限性，并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2、研究假设
2.1 跨区域行政边界对产学合作研究绩效的影响
行政边界效应存在于各个层面，例如国家、跨区域或区域内[1]。大部分文献主要研究国家层面的行政边界效应，而较少关注区域的边界影响[12]。研究显示，中国等大型新兴经济体的跨区域行政边界对产学合作研究的影响是显著的，原因有几点。
首先，从正式的制度角度来看，新兴经济体各区域的经济和法律等差别较大。虽然这些机构均受上一级相同部门的管理，但各区域形成了各自的治理规则。特别是，直接与产学合作相关的方面，如知识产权的实施和创新补贴规定就因地区而异。对于具有不同制度背景的实体合作，行政边界产生的影响要比对具有相同制度背景的合作更重要。因为这种异质性可以为跨区域的产学合作提供各种激励和约束，从而形成潜在的成本和收益，并最终导致产学合作研究绩效低下。
其次，从非正式的制度角度看，新兴经济体的区域往往具有多样的文化和族裔[13]，加之历史悠久，所有区域都形成了独特的非正式制度特征，如传统和习俗等[14]。因此，在跨区域产学合作中，就有可能会出现矛盾、制约以及利益上的分歧[15]，进而产生的大量协调成本[16]。因此，由于各地区的非正式制度不同，跨区域的产学合作可能产生较低的绩效水平。
第三，研究人员的流动受到区域的影响，个人和组织网络受限于所在的地区。尽管在中国的户籍改革中，关于劳动力流动的严格规定正在逐步取消，但以往限制流动的做法使得隐性知识和社会资本仍与所在地区紧密相连，跨区域产学合作伙伴的联系与互动不足，复杂知识难以实现有效地转移。因此，跨区域产学合作的负外部性降低了合作研究绩效。
综上所述，这三个方面均对跨区域产学合作研究绩效产生影响，且相互关联。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 跨区域行政边界对跨界产学合作研究绩效有负面影响。
2.2 区域内行政边界对产学合作研究绩效的影响
合作的基础设施、技术政策与补贴规定通常具有很强的区域特征，影响着区域内的产学合作绩效。因此，区域内的行政边界对于解释产学合作研究绩效的变化同样重要。
首先，由于一些大学是由地方政府建设和管理的，因此，地方大学的产学合作决策往往受到地方政府的制约和干扰。此外，政府往往影响着产学合作基础设施的形成与使用。而这些基础设施通常只向当地大学和公司开放[17]，这使得区域内的产学合作难以从中获益，进而导致合作研究绩效低下。
其次，严格的地域限制，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必须在行政范围内分配，只有当地公司才能申请所在地的资金，因此，区域内的产学合作伙伴很难获得其必要的资源。这种局限进一步制约了研究成果的形成。
第三，地方政府对有限区域资源的竞争，使得区域内的合作比无边界合作更难以实现。地方政府通常愿意将当地企业的技术需求与当地大学的技术供应进行匹配，以避免区域内产学合作所产生的竞争压力。因此，区域内的产学合作往往无法获得必要的资源来实现其目标。
上述讨论显示，当地的环境，包括基础设施、政策与补贴，会有利于无边界的产学合作。而区域内产学合作所得到的机会和资源却十分有限。因此，针对区域内行政边界对跨界产学合作研究绩效的影响，本文提出了以下假设：
H2: 区域内行政边界对跨界产学合作研究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3、数据与研究方法
3.1 数据
广东省产学合作研究计划始于2013年，是该省创新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广东省政府和企业促进产学合作的具有代表性的政策工具，该计划最显著的特点是，可以利用地方财政资金支持区域外的大学，以促进全国范围内的高校与省内企业展开合作。
本文采用广东省产学合作研究计划中的数据集进行分析。该数据集涵盖2013-2017年所有的产学合作研究项目。数据集包含了产学合作项目的详细信息，如项目名称、启动日期、资金数额、参与方和研究成果等。其中，研究成果由产学合作方提供，且经过了政府科技管理部门的确认。由于本文仅关注技术进步，因此，剔除了人文社科类项目。最终，确定了681个产学合作研究项目。
3.2 变量
3.2.1 因变量
产学合作研究绩效由该合作项目的创新产出来衡量，主要包括专利、出版物和新工艺。考虑到公司的参与，本文将专利作为主要因变量，而出版物和新工艺则用于评估研究结果的稳健性。由于授权专利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才能取得，所以为了避免低估研究绩效，本文还考虑了申请专利。
3.2.2自变量
边界效应可以通过不同的行政边界进行分析。本文将行政边界分为三类：无边界，区域内边界，以及跨区域边界。行政边界的类型如表1所示。
表1  行政边界的划分
	类别
	企业所在地
	大学所在地

	无边界
	广东省的某一城市
	广东省的同一城市

	区域内边界
	广东省的某一城市
	广东省的不同城市

	跨区域边界
	广东省
	别的省份


在所有的产学合作项目中，区域内的合作项目大约占30%，而跨区域的合作项目大约占50%。跨区域合作的绝对数量和比例均超过了区域内与无边界合作。本文将行政边界作为虚拟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无边界类别作为参考组，取值为0。而非参考组，即区域内类别和跨区域类别，分别取值为1。由于本文分析的是跨界合作，所以没有将跨区域类别作为参考变量。通过将无边界产学合作作为默认值，可以直接得到区域内和跨区域的变量系数[2]。因此，回归结果的系数值将反映与无边界合作相比，区域内与跨区域合作是否具有不同的研究绩效。
3.2.3 控制变量
为弄清楚行政边界效应，应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例如，大学和企业的特征[18]，技术与关系[19]，以及外部环境[20]。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有地理距离、项目规模、企业规模、大学类别和产业领域。以下将作详细阐述。
地理距离。公司和大学之间的距离可以通过式(1)计算得到，
                                                                    (1)
式中，代表大学的实际地址，代表公司的实际地址。地址的(纬度)和(经度)从谷歌地图中获取，6371(km)为地球的平均半径。方程采用距离平方项来捕捉预期的非线性效应。
项目规模。项目规模由两个变量表示，即团队规模和团队资金，分别显示了某一项目可用的人力和资金。变量由公司员工和大学研究人员组成，变量由公司费用和政府补贴构成。大型项目通常受益于专业化和互补性的技能，但其交易和管理成本也往往较高。因此，采用和的平方项来控制可能的非线性效应。预计项目规模呈倒U型效应。
公司规模。公司规模由其雇员的绝对数量来表示。尽管大公司在产学合作中拥有丰富的创新资源，但是容易出现沟通成本高昂和R&D效率低下的问题。为了控制可能的非线性效应，在估计方程中加入了的平方项。预计公司规模呈倒U型效应。
公司的吸收能力。代表公司吸收能力的一个变量是，公司R&D人员除以员工总人数所得到的比率。另一个是虚拟变量，它显示该公司是否已经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实验室。公司应具备吸收和整合所获得的外部知识的能力，以确保项目的成功实施。
大学类别。本文将大学分为四类：普通高校、211大学、985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相关院所。在回归分析中，以大学质量作为虚拟变量来表示大学类别。研究显示，如果考虑到大学类别，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行政边界的影响。
产业领域。不断变化的工业技术迫使企业必须积极地参与R&D，以获得生存，并保持市场竞争力。根据广东省产学合作研究计划指南，涉及的产业主要有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农业、生物技术、节能、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产业作为一个虚拟变量来表示产学合作项目的不同领域。
3.3 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一组模型来分析行政边界对产学合作研究绩效的影响。模型的设定依据于对结果测量的要求。回归模型必须与因变量相匹配。专利、出版物和新工艺是非负整数计数，可采用的方法有泊松模型和负二项模型。泊松分布要求因变量的均值和方差一致，然而在本文中，样本的均值远远小于方差。此外，显著的过度离散意味着负二项法更适用。本文采用STATA/SE 12进行统计分析。具体而言，对下列回归方程进行估计，
                                    (2)
式中，在等号左边，因变量表示产学合作研究绩效。在等号右边，第一项是常数。表示行政边界效应。表示地理距离效应，表示地理距离的平方值。和表示项目规模。和表示项目规模的平方值。表示公司规模，表示公司规模的平方值。是公司的R&D强度，表示公司是否建立了R&D实验室。表示大学类别，表示产学合作项目的产业领域。在平方项进入方程之前，进行集中化，以避免多重共线性。经过测试，最大的方差膨胀因子(VIF)为6.69，均值为2.80。这意味着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并不显著。
4、统计分析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
该合作计划始于2013年。表2列出了2013-2017各年支持的项目数量。本文中所分析的项目均已完成，且包含了所有的研究成果。
表2  2013-2017年支持的产学合作项目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项目数
	132
	153
	142
	138
	116


该数据集包含了681个产学合作项目的完整信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作为产学合作研究绩效，专利、出版物和新工艺的最小值均为0，最大值分别为68、45和47。地理距离的平均值为813km，这显示大多数产学合作项目发生在当地公司和外地大学之间。
表3  产学合作项目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P 25
	P 50
	P 75

	
	项
	4.79
	7.32
	0
	68
	1
	3
	5

	
	项
	1.55
	2.50
	0
	47
	1
	1
	2

	
	部
	3.25
	4.45
	0
	45
	0
	2
	4

	
	1000km
	0.81
	0.83
	0.00
	2.98
	0.03
	0.51
	1.43

	
	千万元
	0.73
	0.99
	0.03
	11.37
	0.26
	0.44
	0.79

	
	100人
	0.24
	0.35
	0.03
	3.83
	0.11
	0.15
	0.23

	
	1000人
	1.50
	7.64
	0.01
	150
	0.08
	0.21
	0.63

	
	%
	0.22
	0.89
	0.00
	0.89
	0.03
	0.10
	0.23


研究成果的四分位数分布如表4所示。该分布均匀，确保了回归分析不受异常值的影响。
表4  产学合作成果的四分位数分布
	研究成果
	0-25%
	25-50%
	50-75%
	75%

	
	202
	206
	109
	164

	
	474
	
	103
	104

	
	187
	196
	138
	160


产学合作研究项目按行政边界划分的结果如表5所示。从平均产出来看，无边界合作比区域内和跨区域合作具有更好的研究绩效。
表5  产学合作研究项目按行政边界划分的分布
	类别
	合作次数
	总产出
	平均产出

	
	
	专利
	出版物
	新工艺
	专利
	出版物
	新工艺

	无边界
	124
	697
	467
	237
	5.62
	3.77
	1.91

	区域内
	209
	821
	607
	309
	3.93
	2.90
	1.48

	跨区域
	348
	1746
	1142
	509
	5.02
	3.28
	1.46


主要变量的相关值如表6所示。大部分相关值小于门槛值0.70。只有行政边界与地理距离、公司吸收能力与公司规模之间的相关系数约为0.8，显示区分效度可以接受。
表6  主要变量的相关矩阵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1
	
	
	
	
	
	
	
	
	
	
	

	2.
	0.28***
	1
	
	
	
	
	
	
	
	
	
	

	3.
	0.16***
	0.06
	1
	
	
	
	
	
	
	
	
	

	4.
	0.01
	-0.04
	-0.05
	1
	
	
	
	
	
	
	
	

	5.
	0.00
	-0.02
	-0.04
	0.81***
	1
	
	
	
	
	
	
	

	6.
	0.26***
	0.16***
	-.08**
	-.03
	-0.02
	1
	
	
	
	
	
	

	7.
	0.19***
	0.11***
	0.11***
	0.04
	0.05
	0.22***
	1
	
	
	
	
	

	8.
	0.20***
	0.09**
	0.10***
	-.08**
	-0.06
	0.39***
	0.18***
	1
	
	
	
	

	9.
	-0.12***
	-.04
	-0.06
	0.08**
	0.07*
	-0.26***
	0.19***
	-.83***
	1
	
	
	

	10.
	0.14***
	0.10***
	0.07*
	-.07*
	-.03
	0.25***
	0.00
	0.48***
	-.42***
	1
	
	

	11.
	-0.06*
	-.05
	-0.03
	0.15***
	0.18***
	-.03
	0.04
	0.03
	0.01
	-0.01
	1
	

	12.
	-0.03
	-0.01
	-0.06
	-0.09**
	-.02
	-0.02
	-0.01
	-0.01
	-0.01
	-0.04
	0.04
	1


备注：*表示在0.10水平上达到显著，**表示在0.05水平上达到显著，***表示在 0.01水平上达到显著。
4.2 回归结果
负二项式的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模型1仅考虑了控制变量，模型2显示了跨区域合作和无边界合作的结果，模型3列出了区域内合作和无边界合作的结果，模型4给出了所有变量的联合效应。
表7  专利作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
	变量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区域内
	
	
	-0.334***(.123)
	-0.416***(.120)

	跨区域
	
	-0.369(0.227)
	
	-0.105(0.208)

	
	0.025(0.064)
	0.144(0.157)
	-0.302(0.202)
	-0.044 (0.137)

	
	-0.116*(.069)
	-0.211**(.100)
	0.738**(.338)
	-0.093(0.091)

	
	0.224***(.044)
	0.202**(.081)
	0.187***(.063)
	0.228***(.044)

	
	-0.000***(.000)
	-0.001(0.011)
	-0.000***(.000)
	-0.000***(.000)

	
	0.859***(.262)
	0.870***(.293)
	2.563***(.563)
	0.838***(.259)

	
	-0.394***(.122)
	-0.344***(.128)
	-1.493***(.368)
	-0.386***(.121)

	
	0.040***(.011)
	0.035***(.016)
	-0.029(0.037)
	0.041***(.011)

	
	-0.000***(.000)
	-0.000***(.000)
	0.002*(.001)
	-0.000***(.000)

	
	0.123**(.049)
	0.103*(.054)
	-0.787***(.230)
	0.120**(.049)

	
	0.172**(.085)
	0.254**(.099)
	0.023(0.122)
	0.181**(.086)

	虚拟变量
	已包含
	已包含
	已包含
	已包含

	虚拟变量
	已包含
	已包含
	已包含
	已包含

	常数
	3.260***(.343)
	2.057***(.267)
	4.073***(.982)
	3.421***(.387)

	对数似然
	-1755.267
	-1239.386
	-823.473
	-1748.567

	观测值
	681
	472
	333
	681


备注：括弧内的数值为标准差。*表示在0.10水平上达到显著，**表示在0.05水平上达到显著，***表示在0.01水平上达到显著。
对于模型1，地理距离没有对研究成果产生显著影响，即地理邻近并不代表一定有合作，以及更好的结果。项目规模与产学合作研究绩效呈倒U型关系。当项目规模变得过大，合作方的收益开始减少。企业规模也与产学合作研究绩效呈倒U型关系。大公司通常有内部R&D资源，而小公司却与此相反，以致不能支持产学合作。就公司而言，R&D强度和实验室与产学合作研究绩效正相关。公司可以使其获得从产学合作过程中转移出的知识。
模型2给出了无边界和跨区域产学合作的结果。按照预期，跨区域系数应为负值，但结果并不显著。因此，H1没有得到证实。由于大多数高水平的大学和公立研究机构都位于广东以外，因此，跨区域的产学合作方可以分享他们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此外，区域内对资源的竞争比跨区域更激烈。所以，强的区域资源互补效应和弱的区域资源竞争效应，使得跨区域行政边界对跨界产学合作研究绩效的影响不显著。
模型3列出了无边界和区域内产学合作的结果。结果显示，区域内合作研究绩效比无边界合作绩效低28.39%。回归结果与预测一致，H2得到证实。区域内的产学合作方不能享受地方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政策与补贴，加之区域内的有限资源导致了竞争激烈，因此，产学合作研究绩效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为验证整个行政边界效应，模型4包含了所有的产学合作研究项目。结果显示，跨区域系数不显著。区域内效应在0.01水平上呈负显著性，其绩效比无边界产学合作低约34.03%。这些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模型2和模型3的研究结论。
4.3 鲁棒性检验
首先，本文采用新工艺和出版物来衡量研究绩效，以检验研究结果在不同因变量中是否保持稳健性。前者以合作项目中产生的工艺数量来表示，后者以科学出版物的多少进行衡量。回归结果如附录表A-1所示。
模型A1显示，区域内边界效应在0.05水平上呈负显著性，而跨区域系数并不显著。就新工艺而言，区域内产学合作绩效比无边界合作绩效低22.20%。模型A2显示，区域内边界效应在0.10水平上呈负显著性，跨区域系数不显著。就出版物而言，区域内产学合作绩效比无边界合作绩效低21.34%。模型A1和A2显示了跨区域行政边界效应并不显著。该结论与模型4一致，结果的鲁棒性得到证实。
其次，利用OLS回归方法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以判定在使用不同的回归方法时，研究结果是否保持稳健性。回归结果如附录表A-2所示。模型A-3到模型A-5中的因变量分别是专利、新工艺和出版物。所有行政边界系数的符号与模型4中的一致。
第三，分析样本的潜在选择偏差。事实上，政府更愿意为具有良好创新能力的项目提供补贴。因此，公司研究人员与更具创新性的大学合作方相匹配，从而产生了更有成效的产学合作研究项目。这一过程可能在研究成果中引入一种正偏差。
差分估计、工具变量估计和非参数匹配是处理选择偏差问题的主要方法。但是，差分估计方法适用于面板数据，而本文中的产学合作项目仅出现过一次。工具变量估计需要选择适当的工具变量，即与所检测的解释变量相关，而与误差项无关。事实上，地理距离因与行政边界具有相关性，而可能成为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地理距离越长，行政边界效应增大，反之减小。然而，地理距离也可能是内生的。因此，本文采用了另一种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如前所述，政府更愿意资助具有创新性的产学合作项目，这在研究成果中产生正偏差。一般来说，如果政府发现项目具有创新潜力，它会增加补贴，从而使项目产生更多的创新成果。相反，如果项目的创新潜力相对较低，则得到的补贴会较少，创新成果也相对不多。按照这一逻辑，如果行政边界随政府资助的变化影响项目研究结果，则可以推断行政边界效应对样本选择问题具有一定的鲁棒性。
政府资助比例的四分位数，是政府资助额除以项目总资金，分别为0.053、0.093和0.160。通过四分位数，将样本分为四个子样本。回归结果如附录表A-3所示。模型A-6代表最低的政府资助组，而模型A-9代表最高。结果显示，除最低政府资助比例组以外，区域内行政边界对产学合作研究成果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程度类似于模型4。结果的鲁棒性得到证实。
5、讨论
本文旨在探讨行政边界对产学合作研究绩效的影响。针对提出的两个假设，本文采用广东省产学合作研究项目的数据集进行分析验证。研究结论有助于从制度视角，来理解在新兴经济体背景下，行政边界对产学合作研究绩效的影响。
5.1 理论启示
首先，本文建立了产学合作与本地化知识溢出之间的概念联系，而在以往的研究中两者是孤立的。其次，以往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地理距离效应，而非政治边界效应。本文发现，在跨界产学合作研究中，行政边界产生的影响比地理距离更显著。无边界产学合作项目往往比区域内或跨区域合作项目更容易成功。因此，这为今后从行政边界效应，而非地理距离效应的角度，来探讨跨区域或跨国界的产学合作研究提供了启示。第三，在中国等新兴国家，行政边界效应比地理距离效应的作用更为显著。本文有助于理解行政边界如何影响新兴国家的产学合作研究，以及这些影响与发达国家有何不同。
5.2 实践启示
从实际看，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政府开展研究项目管理，以及公司和大学进行合作方选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产学研究合作或类似研究合作的管理中，项目管理者应考虑不同地区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区别。首先，与无边界合作相比，区域内合作产生了更低的绩效。这意味着项目最好是选择同一城市的合作伙伴。其次，本文对未来如何确定大学和公立研究机构的位置提供了参考依据。行政边界效应是复杂的，它可以源自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劳动力流动或当地条件。行政边界效应并不容易被直接消除。尽管如此，却可以考虑在迫切需要R&D资源的重点地区，建立大学和公立研究机构，或者其分支部门，以降低创新资源分布的不平等。
5.3 政策启示
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助于政策制定者考虑应如何消除行政因素对产学合作或类似合作的负面影响。首先，尽可能消除地方政府的不当干预。区域内产学合作几乎无法利用当地的基础设施和支持政策，加之可用资源有限，城市之间存在着激烈竞争，这些因素及其共同作用导致区域内产学合作研究绩效低下。因此，地方大学应该可以自主选择他们所认为的最合适的公司作为合作方，而不论该公司位于行政区域内或外。其次，政策制定者应采取适当的政策工具，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行政边界对产学合作研究绩效的负面影响。例如，区域内或跨区域的合作协议，以确保提供有利于合作关系发展的良好制度环境。
6、结束语
跨区域或跨国界的产学合作正变得越来越普遍。本文旨在探讨行政边界是否影响产学合作研究绩效，并以广东省产学合作研究项目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的创新点如下，首先，为将边界效应从空间距离效应中分离出来，本文区分了行政边界和地理距离。其次，本文考虑了正式的产学合作研究，而以往的分析仅讨论非正式合作，如知识溢出。第三，本文以新兴经济体为背景，分析产学合作研究绩效所出现的变化，这与探索发达经济体的研究有所不同。
此外，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为今后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方向。首先，由于项目选择取决于大学和公司的双向选择，因此样本的研究结果可能存在正偏差。所以，未来的研究应使用其他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其次，本文仅分析了广东省，而其他地区，如北京和上海也有很多一流的大学和公立研究机构，情况可能与广东不同。因此，应研究一个覆盖全国的数据集，以判定是否有不同的结果。

附录A
表A1  新工艺和出版物作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
	变量
	Model A-1
	Model A-2

	区域内
	-0.251**(.119)
	-0.240*(.143)

	跨区域
	-0.181(0.194)
	-0.151(0.212)

	
	-0.134(0.128)
	-0.063(0.139)

	
	0.108(0.085)
	0.096(0.094)

	
	0.094**(.039)
	-0.032(0.046)

	
	-0.000**(.000)
	0.000(0.000)

	
	0.959***(.249)
	0.609**(.274)

	
	-0.458***(.139)
	-0.140(0.115)

	
	-0.014(0.011)
	0.030**(.013)

	
	0.000 (0.000)
	-0.000**(.000)

	
	0.162***(.055)
	0.097*(.057)

	
	0.239***(.086)
	0.122(0.097)

	虚拟变量
	已包含
	已包含

	虚拟变量
	已包含
	已包含

	常数
	1.137***(.355)
	1.100***(.399)

	对数似然
	-1108.296
	-1550.7306

	观测值
	681
	681


备注：括弧内的数值为标准差。*表示在0.10水平上达到显著，**表示在0.05水平上达到显著，***表示在0.01水平上达到显著。

表A2  OLS方法的回归结果
	变量
	Model A-3
	Model A-4
	Model A-5

	区域内
	-2.131***(.793)
	-0.534*(.291)
	-1.107**(.493)

	跨区域
	-0.748(1.230)
	-0.354(0.452)
	-0.597(0.764)

	
	-0.099(0.796)
	-0.234(0.293)
	-0.259(0.495)

	
	-0.372(0.549)
	0.172(0.202)
	0.376(0.341)

	
	0.201***(.027)
	0.018*(.009)
	-0.013(0.017)

	
	-0.000***(.000)
	-0.000*(.000)
	0.000(0.000)

	
	3.410**(1.581)
	1.526***(.581)
	2.186**(.982)

	
	-1.011(0.712)
	-0.671**(.262)
	-0.235(0.442)

	
	0.376***(.072)
	-0.024(0.027)
	0.137***(.045)

	
	-0.003***(.001)
	0.000(0.000)
	-0.001**(.000)

	
	1.488***(.349)
	0.525***(.128)
	1.389***(.217)

	
	0.436(0.543)
	0.432**(.200)
	0.698**(.337)

	虚拟变量
	已包含
	已包含
	已包含

	虚拟变量
	已包含
	已包含
	已包含

	常数
	20.61***(2.379)
	2.825***(.876)
	2.723*(1.479)

	观测值
	681
	681
	681


备注：括弧内的数值为标准差。*表示在0.10水平上达到显著，**表示在0.05水平上达到显著，***表示在0.01水平上达到显著。

表A3  不同政府资助比例的回归结果
	变量
	Model A-6
	Model A-7
	Model A-8
	Model A-9

	区域内
	-0.391(0.320)
	-0.630***(.228)
	-0.485*(.261)
	-0.659***(.192)

	跨区域
	0.104(0.465)
	-0.128(0.459)
	-0.168(0.427)
	-0.706**(.322)

	
	-0.080(0.280)
	-0.068(0.311)
	0.087(0.268)
	0.235(0.220)

	
	-0.066(0.162)
	-0.133(0.193)
	-0.259(0.218)
	-0.249(0.168)

	
	0.003(0.055)
	-0.125**(.054)
	0.054***(.009)
	-0.038*(.023)

	
	-0.000(0.000)
	-0.001***(.000)
	-0.000(0.000)
	-0.001**(.000)

	
	-0.283(0.191)
	2.754***(.656)
	1.065(0.673)
	0.628(0.579)

	
	-0.283(0.191)
	-1.655***(.426)
	-1.104**(.487)
	-0.680(0.578)

	
	0.068(0.043)
	0.006(0.066)
	-0.128*(.066)
	0.116**(.046)

	
	-0.001(0.001)
	-0.002(0.003)
	0.005**(.002)
	-0.001***(.000)

	
	0.001(0.325)
	-0.830**(.333)
	-0.183(0.358)
	0.297(0.230)

	
	0.279(0.186)
	-0.217(0.173)
	0.266(0.179)
	0.132(0.162)

	虚拟变量
	已包含
	已包含
	已包含
	已包含

	虚拟变量
	已包含
	已包含
	已包含
	已包含

	常数
	1.763(1.575)
	0.102(1.372)
	6.006***(0.923)
	2.706***(.669)

	对数似然
	-429.573
	-420.359
	-406.124
	-428.906

	观测值
	167
	173
	168
	173


备注：括弧内的数值为标准差。*表示在0.10水平上达到显著，**表示在0.05水平上达到显著，***表示在0.01水平上达到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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